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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“六艺”典籍 

杨博
1
 

【摘 要】：刘髆、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，得以汇通“六艺”、兼习《五经》，既构建了刘贺本人“簪

笔持牍趋谒”的儒生形貌，又为西汉前、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。刘贺本人对《论语》《孝

经》的熟悉，对《诗经》的诵习，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的传统认识；其墓中所出简本《易》《春

秋》《诗》系于王吉，《诗》《礼》又见于王式，修正了西汉时期“汉博士皆专经教授”的论断，其时实应“不限于

专治一经”；简本《礼记》诸篇与《王会饮仪》的单篇别行状态，既体现与“礼”相涉的有《礼经》学者与汉“仪”

学者两种，又反映出宣帝时期《礼》博士的设置情况。简本所见西汉前、中期《诗经》《论语》乃至《礼记》等“六

艺”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，远非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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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万余件珍贵文物中，公认学术价值最高的是 52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，包括众多重要珍贵

典籍和历史性文书档案，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。根据墓园简报[1]、相关公开展览报道[2]，学界对刘贺本人“王→帝→

庶人→侯”传奇经历
[3]
的论述，乃至墓中出土的简牍

[4]
、孔子衣镜

[5]
等文物也有不少的介绍与研究。海昏简牍包含“诗经”类、

“礼记”类、“春秋”类、“论语”类及“孝经”类等重要“六艺”典籍，其中一些已经失传近两千年。[6]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

作为典型历史人物，刘贺的活动情况在传世文献特别是《汉书》中有较详细的记述。笔者在初步整理海昏简牍时即发现，传世

文献所记刘髆、刘贺父子两代特别是刘贺所习、所见儒家“六艺”经典的相关记述，与海昏简本所见多有可相对应关联处。这

些出土典籍不仅对认识西汉诸侯王教育，特别是王式、王吉所传在刘贺所习“六艺”典籍中的不同地位，于两汉时期“六艺”

典籍承传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亦具有重要价值。故笔者拟本于此，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与儒家“六艺”典籍作一初步探讨，

以供师友同好批评。 

一 

两汉儒家典籍的传习情况，向来受学界重视。过去研究，多据传世文献中传承典籍的博士官所职入手。张汉东《论秦汉博

士制度》即对乾嘉以来两汉博士制度的研究情况论之甚详。[7](P461-463）近年方麟又踵继王国维开创的博士制度研究格局，将明清以

来关于秦汉博士制度的研究状况，分为综论、起源、建置、职掌、考选以及与经学、政治、社会、地域的关系诸类，作了详尽

梳理。[8](P683-707）清人胡秉虔《汉西京博士考》[9]两卷、张金吾《两汉五经博士考》[10]三卷等专书，在考证汉代博士姓名的同时，

也兼及诸经立学问题。王国维曾评价道： 

张氏书征引虽博，而苦无鉴裁，又前后往往失次。胡氏之书……其于六艺流别及两汉制度均有所未究，不独于诸经立学之

事，茫然无可考也。
[11]（卷二一《书绩谿胡氏〈西京博士考〉昭文张氏〈两汉博士考〉后》，P1063)

 

是故王氏有《汉魏博士考》一文，对于经立博士、博士职掌、人名及弟子诸问题，均有深入考证。[11]（卷四《汉魏博士考》，P174-217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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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王氏胶着于制度本身，钱穆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则紧扣学术源流历时性分析两汉博士师法、家法，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究

的议题。[12](P181-262）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《隋书·经

籍志》及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等传世文献，对两汉时期“六艺”典籍的传授情况做了详尽整理。
[13](P46-53)

 

因传世文献中明记《鲁诗》为王式所传、《齐论》为王吉所传，是故前辈学者对二人及其博士弟子均有关照 1，但正如前所

述，前辈学者的论著视野宏阔，多从两汉博士制度沿革与经学学术源流角度纵向立论；而恰处“《五经》博士”设置的历史节

点，又作为典型历史人物的刘贺，则可为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剖面，即海昏简本不仅能进一步揭示作为诸侯王的刘

贺所接受儒家经典的情况，同时可借此明晰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前后“六艺”典籍传承中的一些争议问题。 

武帝时以儒学为重，建元五年（前 136）“置《五经》博士”
[14]（卷六《武帝纪》，P159）

，儒家“六艺”经典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。武

帝诸子亦以“六艺”进学或选大儒教授，如：戾太子据“少壮，诏受《公羊春秋》，又从瑕丘江公受《榖梁》”[14]（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P2741）；

燕刺王旦“壮大就国，为人辩略，博学经书杂说，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”[14]（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P2751）；昌邑王刘髆更是由武帝亲选的

太傅夏侯始昌教授。《汉书·夏侯始昌传》云：“夏侯始昌，鲁人也。通《五经》，以《齐诗》《尚书》教授。自董仲舒、韩婴死

后，武帝得始昌，甚重之。……时昌邑王以少子爱，上为选师，始昌为太傅。”[14]（卷七五，P3154）不仅如此，刘贺本人亦得见“衣短

衣大绔，冠惠文冠，佩玉环，簪笔持牍趋谒”的儒生形貌
[14]（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P2767）

。这似应得益于其师王式及郎中令龚遂、中尉王吉两

位大儒的影响。刘贺的学习内容，《汉书》记，龚遂进谏刘贺选择郎中张安等 10位“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，坐则诵《诗》《书》，

立则习礼容”，若准，则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等均曾为刘贺所诵习，但史载刘贺只坚持了几天，“居数日，王皆逐去安等”。[14]（卷

八九《循吏传》，P3637-3638）当然，刘贺究竟诵习了何种典籍，传世文献亦非无迹可寻。 

夏侯始昌授其父刘髆《齐诗》《尚书》，刘贺师王式则得见以《鲁诗》教授。《汉书》记载，王式“事免中徐公及许生”，其

所学即应为传自申公一脉的《鲁诗》。
[14]（卷八八《儒林传》，P3608-3610）

此外《汉书》对王式将《诗》“朝夕授王（刘贺）”的具体情境亦有

描述： 

式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乱废，昌邑群臣皆下狱诛，唯中尉王吉、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。 

式系狱当死，治事使者责问曰：“师何以亡谏书？” 

式对曰：“臣以《诗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；至于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

为王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，是以亡谏书。” 

使者以闻，亦得减死论，归家不教授。[14]（卷八八《儒林传》，P3610) 

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则记载了刘贺诵诗的详细事迹： 

初贺在国时，数有怪。尝见白犬，高三尺，无头，其颈以下似人，而冠方山冠。后见熊，左右皆莫见。又大鸟飞集宫中。

王知，恶之，辄以问郎中令遂。遂为言其故，语在《五行志》。 

王卬天叹曰：“不祥何为数来！” 

遂叩头曰：“臣不敢隐忠，数言危亡之戒，大王不说。夫国之存亡，岂在臣言哉？愿王内自揆度。大王诵《诗》三百五篇，

人事浃，王道备，王之所行中《诗》一篇何等也？大王位为诸侯王，行汙于庶人，以存难，以亡易，宜深察之。” 

后又血汙王坐席，王问遂，遂叫然号曰：“宫空不久，祅祥数至。血者，阴忧象也。宜畏慎自省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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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终不改节。居无何，征。既即位，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，可五六石，以屋版瓦覆，发视之，青蝇矢也。 

以问遂，遂曰：“陛下之《诗》不云乎？‘营营青蝇，至于藩；恺悌君子，毋信谗言。’陛下左侧谗人众多，如是青蝇恶

矣。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。如不忍昌邑故人，信用谗谀，必有凶咎。愿诡祸为福，皆放逐之。臣当先逐矣。” 

贺不用其言，卒致于废。[14]（卷六三，P2766) 

郎中令龚遂的谏言同样提到刘贺“诵《诗》三百五篇”，又引《小雅·青蝇》“营营青蝇，至于藩；恺悌君子，毋信谗言”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今传阮刻十三经注疏本《毛诗正义》卷十四《小雅·青蝇》则云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，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[15]

（《毛诗正义》卷一四《小雅·青蝇》，P1039）
显而易见，二者是存在用字差异的。清人王先谦故认为《鲁诗·青蝇》中“樊”作“藩”。“至于藩”

之“至”，疑或误文。[16](P781) 

龚遂所谓“陛下之《诗》”不能确指，但是《汉书·王吉传》记昌邑中尉王吉因昌邑王“好游猎，驱驰国中，动作亡节”

所上谏书中亦引《诗》云： 

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。《诗》云：“匪风发兮，匪车揭兮，顾瞻周道，中心掣怒兮。”说曰：是非古之风也，

发发者；是非古之车也，揭揭者。盖伤之也。 

今者大王幸方与，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，百姓颇废耕桑，治道牵马，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。昔召公述职，当民事时，舍

于棠下而听断焉。是时人皆得其所，后世思其仁恩，至虖不伐甘棠，《甘棠》之诗是也。[14]（卷七二，P3058) 

今传十三经注疏本《桧风·匪风》相应语句则为：“匪风发兮，匪车偈兮，顾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”[15]（《毛诗正义》卷七《桧风·匪风》，P815）

王先谦据此以为《韩诗·匪风》中“偈”作“揭”，“怛”作“掣怒”。海昏简本《匪风》相应章句则为“匪风发兮……劳心

帶怆兮”。今本毛诗《匪风》二章“匪风飘兮”句，《鲁诗故》亦作“匪风飘兮”[17]（卷一二《鲁诗故》，P26），故王先谦云：“明《鲁》《毛》

文同。”[16](P491）海昏简本则作“匪风僄兮”。今本毛诗《匪风》三章四句“谁能亨鱼？溉之釜鬵。谁将西归？怀之好音”，《鲁

诗》章句则为“孰能亨鱼？溉之釜鬵。孰将西归？怀我好音”[16](P492）。海昏简本为“谁耐……谁将西归？釡之好音”2，与今传

《鲁诗》辑本不同。[18]清人辑本如马国瀚所辑《鲁诗故》、黄奭所辑《鲁诗传》[19]（卷一三）、王谟所辑《鲁诗传》《韩诗翼要》[20]、

王仁俊所辑《韩诗翼要》《韩诗赵氏学》[21](P28-29）等多有揣测成分，且均为汉人所引零散文字，原貌难以得知。专就《匪风》所见

异文，海昏简本《诗经》与《韩诗》可能关联性较大。 

与之相关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述王吉所教授之《论语》为《齐论》：“传《齐论》者，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御史大

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，唯王阳名家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王吉字子阳，故谓之王阳。”[14]（卷三○，P1717-1718）传世文献有

关刘贺的记述并未见到其诵读《论语》。唯《汉书·王吉传》中记述昭帝去世，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，王吉审度时事，

所上“戒”书中劝告他对霍光要“事之敬之，政事壹听之”，自己唯“垂拱南面”做个傀儡皇帝而已。[14]（卷七二，P3061-3062）辛德勇指

出其就借用了《论语·阳货》篇的文句。[3](P175-184）海昏简本《论语》保存有“智（知）道”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[6]，肩

水金关《论语》残简记：“孔子知道之昜（易）也。昜（易）昜（易）云者三日。子曰：‘此道之美也。’”[22](P94）“子贡曰：

‘九变复贯，知言之篡。’”[23](P244）“子曰：‘自爱，仁之至也；自敬，知之至也。’”[24](P227）诸句均可由海昏简本互证为《齐

论·知道》篇章句
[25](P6）

，表明此本应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述的《齐论》有关。 

简本与《齐论》有关，也给海昏《诗》简为《韩诗》的论断增加了旁证。王国维已注意到，王吉所传为《韩诗》[11]（卷四《汉魏博

士考》，P181）。王吉师从蔡谊，蔡谊其师赵子，“事燕韩生”[14]（卷八八《儒林传》，P3614），所习为《韩诗》一脉。王吉以《齐论》《韩诗》教授，

刘贺墓中已见有类似《齐论》传本，则墓中所出《诗经》为《韩诗》的可能性增大。朱凤瀚近期将海昏简本《诗经》与汉熹平

石经相较，指出简本与石经本在编排结构上基本吻合，因熹平石经所刻为《鲁诗》，这则为简本《诗经》属于《鲁诗》提供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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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重要的证据。[18]这是否可以提示我们，在考察西汉时期《诗经》文本流变时，是否可不先区分《韩诗》《鲁诗》《毛诗》，能不

能反过来，从分析西汉中期的抄本出发，考察《诗经》文本的变化。当然，因为简文尚在整理，其具体情况仍有待简文的进一

步整理与学界的切磋。 

无论如何，刘贺本人对《诗经》应该是熟悉的。海昏简本《诗经》中亦见有“诗三百五扁（篇）”的记述。不唯如此，简

本极为重视诗篇的结构严谨与完整，不厌其烦地在每组末皆录其篇、章、句数，在篇末录其章、句数，在章末记其章序、句数，

似均显示出刘贺对《诗经》的熟稔。值得注意的是简本总章数为 1076 章，与今传本《毛诗》的 1142 章之间存在不小差距。无

论海昏简本为《鲁诗》抑或《韩诗》，其与《毛诗》分章有 66章之差。 

《汉书·霍光传》记载霍光等人废黜刘贺时：“光令王起拜受诏，王曰：‘闻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亡道不失天下。’”颜

师古注：“引《孝经》之言。”[14]（卷六八，P2946-2947）此为传世文献所见刘贺诵《诗》之外于“六艺”之学的另一重要记录。汉代以孝

治天下，《汉书·惠帝纪》“孝惠皇帝”下有颜师古注曰：“孝子善述父之志，故汉家之谥，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。”[14]（卷二，P86）

发现和推荐孝子亦是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“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孝

谓善事父母者。廉谓清洁有廉隅者。”[14]（卷六，P160）在此种社会氛围下，刘贺于《孝经》有深厚的修养是很容易理解的。有趣的是，

《霍光传》所见刘贺所引“天子有争臣七人”句，简本所见语句与传世文献记述相同。 

王国维《汉魏博士考》中曾有著名的论断，指出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，“汉时但有受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、

小学而不受一经者，无受一经而不先受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者……通经之前皆先通《论语》《孝经》”[11]（卷四，P180-182）。海昏简牍中除

竹简本《齐论》外，另见有抄写着《论语》中《子路》《子罕》等篇语句的书牍，此似与“天子有争臣七人”句一道显示出刘贺

本人对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的诵习情况，同时也印证了王国维判断的准确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简本《孝经》类文献并非《孝经》原文，

而是对经义的阐释。如简文“何若则可谓孝？曰事……”
[6]
说解阐释的特点颇为明显，是否反映着西汉时期对皇室贵族在“孝”

之一道上的特殊强调，值得待简本公布后继续探究 3。 

二 

《汉书·宣帝纪》记述接替刘贺继任皇帝的刘洵，“至今年十八，师受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操行节俭，慈仁爱人”[14]（卷

八，P238）。刘洵与刘贺同受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。又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云，广川王去“师受《易》《论

语》《孝经》皆通”[14]（卷五三，P2428）。《汉书·昭帝纪》载，昭帝“通《保傅》，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尚书》”[14]（卷七，P223）。是《论语》

《孝经》入门之外，《诗》《易》《尚书》等均为“所受一经”。于此，王国维说：“汉博士皆专经教授，魏则兼授五经。”[11]（卷

四《汉魏博士考》，P199）
钱穆则认为一经博士不限于一人，博士不限于专治一经。

[12](P206-208）
海昏简本也为讨论此问题提供了新资料。 

汉代《易》的传承可见有儒门《易》与数术《易》，简报所主要介绍的为数术《易》。儒门《易》与数术《易》，两者时有交

叉。值得留意的是另可见简文有类似《说卦传》中以卦象配姓氏的情况，拟名为《卜姓》。《汉书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》又记： 

梁丘贺……年老终官。传子临……临学精孰，专行京房法。 

琅邪王吉通《五经》，闻临说，善之。 

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，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《易》。[14](P3600-3601) 

王吉兼通《五经》，事亦见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“初，吉兼通《五经》，能为驺氏《春秋》，以《诗》《论语》教授，好梁丘贺

说《易》，令子骏受焉。”[14]（卷七二，P3066）《汉书》言王吉受到梁丘贺所传《易》之影响在海昏事后。梁丘氏所传为京房法，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收录有《孟氏京房》十一篇，章句施、孟、梁丘氏各两篇。
[14]（卷三○，P1703-1704）

《周易孟氏章句》《周易梁丘氏章句》久佚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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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年间马国翰所辑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中收有《周易孟氏章句》二卷[17]（卷二，P6-10）、《周易梁邱氏章句》一卷[17]（卷二，P3）。据残篇《说

卦传》，简本以卦象配以姓氏、里程的《卜姓》《去邑》篇与上述二章句行文方式相类，均为“乾（卦名）为某为某”的句式，

同为记述解说乾、坤、艮、兑、坎、离、震、巽八经卦所象征的姓氏、里程。无论简本性质如何，似均有理由推测简本《易》

与王吉有关。 

王吉也能为邹氏《春秋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有《邹氏传》十一卷。春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《邹氏》《夹氏》四家之中，“《公

羊》《谷梁》立于学官，《邹氏》无师，《夹氏》未有书”[14]（卷三○，P1715）。海昏简本《春秋》经传有部分内容见于今本《春秋》三传，

但有些内容仅见于《公羊传》。此种情况说明简文似应出自《公羊传》。另需留意的是，简文与今传十三经注疏本《公羊传》也

存在较大差异。如简文：“使宰周公来聘。宰周公者何也？天子之……”[6]。案今本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十二之僖公三十年（前

630）：“冬，天王使宰周公来聘。”
[15](P4913）

卷十一之僖公九年：“夏，公会宰周公、齐侯、宋子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于

葵丘。宰周公者何？天子之为政者也。”[15](P4890-4891）是简文前、后两句，在今本《公羊传》中分别见于两处。若依《汉书·王吉

传》记述，联系前述海昏简本《齐论》的情况，似可初步推断异文的存在或与《公羊传》的诸家融合有关。 

《易》《春秋》可系于王吉，上述《保傅传》亦见存于简本。《保傅传》属今本之《大戴礼记》，《曲礼》《中庸》《祭义》等

多篇属《礼记》之篇章，海昏简本亦能得见。对此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所记王式在海昏废黜事后的一段事迹亦值得注意： 

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，后东平唐长宾、沛褚少孙亦来事式，问经数篇，式谢曰：“闻之于师具是矣，自润色之。”不肯

复授。 

唐生、褚生应博士弟子选，诣博士，抠衣登堂，颂礼甚严，试诵说，有法，疑者丘盖不言。诸博士惊问何师，对曰事式。 

皆素闻其贤，共荐式。诏除下为博士。式征来，衣博士衣而不冠，曰：“刑余之人，何宜复充礼官？”既至，止舍中，会

诸大夫博士，共持酒肉劳式，皆注意高仰之。 

博士江公世为《鲁诗》宗，至江公著《孝经说》，心嫉式，谓歌吹诸生曰：“歌《骊驹》。”式曰：“闻之于师：客歌《骊

驹》，主人歌《客毋庸归》。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。”江翁曰：“经何以言之？”式曰：“在《曲礼》。”江翁曰：

“何狗曲也！”式耻之，阳醉逿墬。 

其事缘起王式的学生唐长宾、褚少孙等应博士弟子选，因弟子颂礼甚严，诸博士钦佩而共荐王式，王式衣博士衣而不冠，

自云其不宜“复充礼官”。其后，王式与博士江公的争论择其要者有二： 

其一，江公所歌《骊驹》，服虔曰：“逸《诗》篇名也，见《大戴礼》。客欲去，歌之。”文颖曰：“其辞云‘骊驹在门，

仆夫具存；骊驹在路，仆夫整驾’也。”[14]（卷八八《儒林传》，P3610-3611) 

其二，王式所对答者“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”是出自《曲礼》的。 

由“颂礼甚严”“衣博士衣而不冠”到“在《曲礼》”，似均说明王式其人于《礼》谙熟，且执行甚笃。《曲礼》一篇见于

海昏简本。《骊驹》见《大戴礼》，《曲礼》为《小戴礼》，二者并行答对，这与简本所见大量昌邑王、海昏侯国礼仪文献及《大

戴礼》《小戴礼》分卷并行的情形也是一致的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被贬谪海昏，无论出于自保还是何种目的，此种情形下的刘贺仍然表现出熟谙朝仪的情态。海昏侯墓

所出编号为 M1:499-48 的奏牍，其上墨书文字有云，“……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……再拜为秋请……元康四年”，文中

的“再拜为秋请”指的就是“朝聘之礼”。
[26]
《礼记·王制》云：“诸侯之于天子也，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。”

[15]



 

 6 

（《礼记正义》卷一一，P2874）汉代的朝聘可细分为“春朝”“秋请”两种，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裴骃集解引孟康曰：“律，春曰朝，秋曰请，

如古诸侯朝聘也。”[27]（卷一○六，P2823）可见刘贺在任海昏侯期间仍然积极履行着“春朝秋请”的义务。以上亦不由使人联想起“立则

习礼容”的相关叙述。 

由上所述，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外，简本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诗》系于王吉，《诗》《礼》见于王式，如此则在西汉时期皇室及诸侯

王等贵族子弟教育中，“汉博士皆专经教授”的论断应有误；“西汉学者专守一经”的认识[13](P53），似属于昭宣以降家法兴起之

通例。《汉书·东平思王传》记其上疏求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大将军王凤提出不许之辞宜曰：“《五经》圣人所制，万事靡不

毕载。王审乐道，傅相皆儒者，旦夕讲诵，足以正身虞意。”[14]（卷八○，P3324-3325）研习《五经》应是汉人对诸王、列侯教育的基本认

识。4 

这里尚需讨论的是有关《五经》博士中《礼》博士的设置问题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论赞中讲“至孝宣世，复立……《大小戴

礼》”[14]（卷八八，P3622）。王国维[11]（卷四《汉魏博士考》，P184）、张汉东早已明确指出此有谬误[7](P419-424），《礼》博士的设置至早不过昭宣时，简本

所见似亦可为补充。简本《中庸》《祭义》和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大孝》等篇出土时与《论语》简混杂在一起，其形制、容字和书

体亦与《论语》完全相同，此部分内容多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，其与《论语》简形制和书体完全相同且混杂在一起，一方

面说明《礼记》中这部分内容与《论语》关系密切甚至存在“交集”；另一方面简本《礼记》类文献包括形制、书体各异的多

个简本，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，似说明《礼记》类文献直到宣帝时期仍处于“单篇别行”的状态。[6] 

此外，海昏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文献，这组“礼仪简”的用词和内容，与《仪礼》《乡饮酒礼》《燕礼》等篇十分

相似，是一种记录、指导礼仪行事的文本。篇题《王会饮仪》之“仪”，应是这类文本的名称。这说明，至迟至武帝中后期，

诸侯国内的各项礼仪的施行，都有成文的“仪”类文献规范。[28]沈文倬曾指出，今文《礼经》传授的第一阶段，即《礼》博士

设置之前，与“礼”有关的学者有汉仪学者与《礼经》学者两种。“汉代实行的礼仪是排除古礼的；《礼经》只单纯供经学传授

者研习。”[29](P531-534）海昏简本的情况为上述论断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，同时也说明在宣帝时期《礼》博士的设置应仍仅有《后氏

礼》，后苍以前并无《礼》经为博士的论断是有道理的。[12](P208-210) 

综上所述，透过海昏简本与《汉书》记述的对照，似可得出刘贺父子之儒家“六艺”典籍传承学术谱系亦即简本所见儒家

经典的学脉渊源如下： 

《易》：韩婴→赵子→蔡谊→王吉→刘贺。 

《书》：伏生→济南张生→夏侯都尉→夏侯始昌→刘髆。 

《诗》：辕固→夏侯始昌→刘髆。 

申公→瑕丘江公→鲁许生、免中徐公→王式→刘贺。 

韩婴→赵子→蔡谊→王吉→刘贺。 

《礼》：王式→刘贺。 

《春秋》：申公→瑕丘江公→鲁许生、免中徐公→王式→刘贺。 

王吉→刘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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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：王吉→刘贺。 

三 

上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之上，以传世文献为据，对刘髆、刘贺父子，尤其是刘贺所习儒家“六艺”典籍，结合海昏简本

出土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对照。限于笔者学力，以上又仅是在现有清理释读工作条件下得出的初步认识 5，故拙文所论相当肤浅且

未必准确，恳请方家赐正。所云如尚可信，则目前所得认识主要有二： 

首先，汉武帝晚年到昭帝时期，宗室近亲已经开始接受儒学教育。刘贺父子因为当时大儒的师承辅弼，得以汇通“六艺”、

兼习《五经》。《鲁诗》《韩诗》，《邹氏》《公羊》等不同学脉汇同于海昏侯刘贺一身，既构建了其“簪笔持牍趋谒”的儒生形貌，

又为西汉前、中期儒门典籍的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的视角。刘贺本人对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的熟悉，验证了通经之前先通《论语》

《孝经》的传统认识；墓中所出简本《易》《诗》《春秋》系于王吉，《诗》《礼》又见于王式，修正了“汉博士皆专经教授”的

论断，“博士不限于专治一经”；简本《礼记》诸篇与《王会饮仪》的单篇别行，既是“立则习礼容”的鲜明体现，又反映出

至迟在宣帝时期《礼》博士的设置情况。 

其次，西汉经学纷杂家派的确立，始自宣帝石渠阁会议[12](P205-220），时距刘贺去世业已八年之遥。此后产生的各家学派叙述中

对于西汉前、中期儒家“六艺”典籍的传流情况，不免有所失真。这样来看，抄写于宣帝时代及以前的儒家经典文献，则是最

好的第一手资料。海昏简本《论语》用字、用词的不同，说明西汉中期《齐论》《鲁论》与《古论》的区分、定型远未完成[30]；

简本《公羊传》的不同断句，似亦可循此理解。简本《诗经》同样各自带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述《鲁诗》或《韩诗》的某些

特征，但又存在区别于该系统的地方，无法用西汉末年以后人们所述的家法来简单概括，这些文本相对稳定但又尚未固化的诸

多情况，其实反映的均是经学在西汉中期的实际面貌。由此可见，当时《诗经》《论语》乃至《礼记》《春秋》经传等“六艺”

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，远非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。6 

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汉书》记昌邑王刘髆得到《齐诗》《尚书》的传授，然其子墓中并不见《尚书》，这也与上论刘贺“坐

则诵《诗》《书》，立则习礼容”的记述存在矛盾。若试推测其原因，当然不能排除原本下葬有《尚书》，由于保存因素出土时已

然不见之可能。重要的是，海昏侯其师王式及辅弼王吉、龚遂诸人皆传《诗》，简本《诗经》亦结构严谨、分章有序，由是似可

推测刘贺其人虽诵习《五经》，但还应是以《诗经》等为主要研习方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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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亦深受《论语》及《孝经》类儒家典籍的影响，“儒经用以修文”。参见邢义田《秦汉基层员吏的精神素养与教育——从

居延牍 506.7（〈吏〉篇）说起》（李宗焜主编《古文字与古代史》第三辑，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 2012年版，第 426-427页），

订补稿收入邢义田《今尘集：秦汉时代的简牍、画像与文化流播》（中西书局 2019年版，第 127-128页）。 

4不唯诸王列侯，儒门“六艺”之学亦是汉晋时期名士蒙学的重要内容。如东汉三国时期声名显赫的钟会，“年四岁授《孝

经》，七岁诵《论语》，八岁诵《诗》，十岁诵《尚书》，十一诵《易》，十二诵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国语》，十三诵《周礼》《礼记》，

十四诵成侯《易记》，十五使入太学”。参见王子今《秦汉儿童的世界》（中华书局 2018年版，第 247页）。 

5海昏简牍残碎、腐朽，剥离完毕的 5000余枚竹简，完简不足什一。有关海昏简牍保存与清理进度情况，可参见：杨博《给

海昏简牍“治病”》（《人民日报》2019年 12月 28日第 5版），管理等《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》

（《江汉考古》2019年第 S1期，第 6-11页），管理等《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室内清理保护》（《文物》2020年第

6期）。 

6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基础，出土简牍典籍的大发现使我们逐渐明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述图书典籍的分类、纂辑等均非

空中楼阁，如北大藏秦简诸卷的堆叠关系中，已可见依据简册所记述之文献内容而将简册分类放置的情况。参见杨博《北大藏

秦简〈田书〉初识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，2017年第 5期，第 63-68页）。 


